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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的

自我调控机制及实证研究
———基于“大我－小我－国货”平衡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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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来源国刻板印象、面子观等社会规范压力的存在，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他们
在态度上实现了由“国货偏见或淡漠”向“国货偏爱”的转变，必然存在“大我－小我－国货”的态度平衡。本文

借鉴相关理论，提出了爱国主义情感与国货意识形成之间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其研究假设，并采用结构方程模

型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家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以及国家集体自尊对“大我”需要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大我”需要又对消费者自我肯定程度以及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面子

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大我”需要、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以及自我肯定共同对国

货意识的形成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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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大量理论研究结论和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的“假洋货”现象，以及近年来中国游客海外“抢购、
血拼、爆买”现象都表明，“国货偏见或国货意识淡漠”已然成为中国社会情境下的一种普遍现象或
典型社会认知偏差［１－３］。这极大削弱了自主品牌的社会使用和消费动力，造成购买力的海外流失，
给本土企业发展、民族产业振兴以及国家经济安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４］。为此，国务院在

２０１６年６月发布的《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４４号文）中，
明确提出“培养自主品牌情感，树立消费信心；倡导自主品牌消费，引导境外消费回流”。可见，在当
前我国大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推动供需结构升级以及大批本土企业快速崛起的发展背景
下，如何引导和培养消费者国货意识（即自主品牌情感和消费意识），已成为改善自主品牌消费环
境，扩大自主品牌消费市场的重要现实命题。
所谓国货意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ａｎ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ＮＢＣ）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或消费者出于对本国

或本民族的热爱、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激发支持国货的强烈大我动机，并以此为目标通过品牌来
源国反刻板化信息的认知加工、态度改变以及自我调控，产生优先购买国货的消费倾向［４］。这一概
念在国外称作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ＣＥＴ）。虽然消费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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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心主义理论已有较长的研究历史，但由于西方学者主要是站在为西方企业海外扩张服务的立
场，偏重研究国货意识与外国产品态度的关系，目的是为跨国公司在海外避免激化当地民族情绪，
求得“长治久安”提供对策建议。因此，他们集中于验证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市场环境下，消费者民族
中心主义的构念维度及其对国内外品牌偏好和购买意愿的影响等问题；而在中国，部分规范的实证
研究也只是在Ｓｈｉｍｐ和Ｓｈａｒｍａ“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市场背景下的验证
性研究［５］。现有研究明显忽视了相同社会环境下，为什么有的中国消费者能够形成国货意识，促使
他们形成国货意识的心理机制是什么，他们是如何通过自我调控，改变原有的来源国刻板印象、面
子观以及自利性消费动机的？有哪些态度系统被改变？产生了哪些心理反应和心理变化，相应心
理变量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揭示爱国情感与国货意识之间自我调
控的中介机制，从而深化对国货意识内涵与形成机理的理论认识，为自主品牌情感与消费意识培养
奠定理论基础。

二、理论基础与认识

在中国社会情境下，人们不仅存在显著的国货偏见，而且存在显著的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
费心理等社会规范压力［２］。同时，根据自利动机理论，消费者都是自利的，高国货意识消费者也不
例外，满足“小我”需要是购买决策的基本前提。在此情境下，要形成国货意识（即优先购买国货的
消费倾向），消费者必须通过内在心理调控，产生“支持国货的强烈大我需要”，同时，降低对产品价
值需求的期望和敏感性（即降低小我需要），并提高对本土品牌评价的满意感和认同度。根据 Ｈｅｉ－
ｄｅｒ［６］的“平衡理论”（即Ｐ－Ｏ－Ｘ理论）可知，“支持国货的强烈大我需要”相当于平衡理论中的认知主
体Ｐ；“降低的小我需要”相当于平衡理论中的态度对象Ｏ；“产生较高满意感和认同度的国货”相当
于平衡理论中的态度对象Ｘ。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他们在态度上必然存在“大我－
小我－国货”平衡。如果三者不平衡，高国货意识消费者会因心理上的认知失调而产生紧张和内
疚；只有对态度对象发生改变，恢复平衡状态时，这种紧张才会消除［６］。平衡理论解释了人们如何
在认知架构内，通过调节那些存在组合关系的人和物的态度，来实现“Ｐ－Ｏ－Ｘ”的平衡和一致性。该
理论为我们理解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自我调控与态度改变提供了重要启发。

图１　中国人国货意识形成的“大我－小我－国货”平衡理论模型

　　借助“平衡理论（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
ｒｙ）”，可以初步建构中国人国货意识
形成的“大我－小我－国货”平衡理
论模型（见图１）。其三边关系如下：
一是“大我（Ｐ）－国货（Ｘ）”关系。高
国货意识消费者在强烈爱国情感和

民族经济忧患的情绪作用下，会激发
其支持和偏爱国货的强烈“大我”需
要，因此只有购买国货才能满足“大
我”需要，故两者关系为正。二是“大
我（Ｐ）－小我（Ｏ）”关系。高国货意

识消费者在强烈“大我”需要的情绪压力下，会对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以及自利性消费动

机进行调节，降低“小我”需要的阈限，使得基于“大我”的民族自我需要和基于“小我”的个体自我和

社会自我需要之间达到心理平衡，故两者关系为正。三是“小我（Ｏ）－国货（Ｘ）”关系。高国货意识

消费者通过对来源国产品的主客观评价和认知加工，转变来源国刻板印象，认同和偏爱本土品牌，

因此购买国货将能满足“小我”需要，故两者关系为正。

可见，在中国社会情境下，高国货意识消费者之所以能够实现“大我－小我－国货”的态度平

衡，主要是因为他们存在支持和偏爱国货的强烈“大我”需要。“大我”作为一种情绪压力，会促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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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其他民族中心主义刺激信息和品牌来源国反刻板化信息进行选择性注意和认知加工，并通过
心理调控，改变“小我”需要与“国货”态度，从而使系统达到平衡。因此，激活“大我”、降低“小我”以
及改变“国货”态度（即反转来源国刻板印象）是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的关键中介机制。
由此，可以对如下几个重要变量的概念进行初步界定：“大我－小我－国货”平衡是指高国货意

识消费者在支持国货的强烈“大我”需要作用下，通过自我调控与态度改变，降低“小我”需要，提高
“国货”满意感和认同度，使国货偏爱既能实现“大我”需要，又能满足“小我”需要，从而达到三者平
衡。其中，“大我”是指消费者期望通过购买“国货”来支持民族企业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或表达
爱国情感的民族自我需要，类似于社会身份理论的民族身份。“小我”是指消费者期望通过购买产
品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或期望的基本需要，表现为独立自我需要和社会自我需要，类似于社会身份
理论的个体化自我。

三、研究假设与架构模型

（一）激活“大我”需要的心理调控机制
支持和偏爱国货的大我需要是消费者高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调控目标。当大我需要显著激活

时，就会形成一种情绪压力，促使其通过自我调控，改变部分态度系统来实现“大我－小我－国货”
平衡。那么，大我是如何被激活的呢？国外研究表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来源于对自己国家纯粹
的爱和依恋，是一种出于对国家自豪的爱国情感［７］。高国货意识消费者会认为购买国外产品会威
胁民族企业，损害本民族或本国家的利益［８］，当他们感受到购买外国产品对国内工人就业、本国经
济安全、本国产业以及本国企业发展的威胁感越强时，所激发的民族经济忧患意识就越强，就更可
能将保护国内经济、支持民族产业视作自身对国家的义务，从而对购买国货、排斥外国货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９］。国内研究表明，与美国消费者国货意识来自民族优越感不同，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
的形成将更多来自现实冲突中的爱国情感、国家自尊的移情和民族经济忧患等方面［５，１０］。激发消
费者国家自尊的线索来源包括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实行双重标准、违反中国三包法规定、对中国
消费者维权的傲慢态度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领土主权等外来的现实冲突或威

胁信息。还有学者从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视角进行了实证，发现集体主义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
倾向显著正相关［１１］；民族主义与基于自豪感的国货意识和基于危机感的国货意识显著正相关［１２］。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集中验证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集体主义）情感与国货意识的相关关系，

忽视了两者之间的中间变量。显然，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感首先是通过移情作用产生支持或偏爱国
货的责任感（即“大我”需要），然后才会有较强的国货消费意识或购买意愿。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情
感是激活“大我”需要的情感基础和前因变量。参照周志民等［５］对国货意识的前因变量（即情感变
量）的分类方法，将爱国主义情感划分为国家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和国家集体自尊等三个维
度。由此，可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１：国家自豪感对支持国货的“大我”需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２：民族经济忧患意识对支持国货的“大我”需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３：国家集体自尊对支持国货的“大我”需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降低“小我”需要的心理调控机制
高国货意识消费者在强烈大我需要的情绪压力下，为使“大我－小我－国货”达到态度平衡，他

们需要克服原有的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以消除支持和偏爱国货的大我需要与崇尚外国
品牌的炫耀攀比需要之间的认知失调，以及由此带来的自责和心理压力。为此，他们会把“大我”需
要（即支持和偏爱国货）作为自我调控目标，对原有的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以及自利性消
费动机进行调节。对此，有关研究证实，在自我肯定状态下，中国消费者个体对本国品牌的评价有
高于外国品牌的趋势；而在自我威胁和中性自我状态下，个体对外国品牌的评价有高于本国品牌的
趋势［１３］。炫耀性消费在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和国内产品购买意愿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即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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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性消费越高，则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或国货意识）与国内产品购买意愿的关系越弱［１４］。炫
耀性消费与“面子观”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子观”被看作是对中国消费者行为最具影响的文化价值
观之一。“面子观”涉及对声望、名声和地位的强调，它导致中国消费者倾向于通过使用外国奢侈品
或品牌商品来沟通或炫耀他们的权力、地位和声望［１５］。有关研究表明，消费者“面子观”越强，其所
购买商品的价位水平越高；“面子观”会导致消费者更加关注和偏好商品的形象价值［１６］，更倾向于
以建立关系为目的的象征性消费［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小我”需要的降低是通过增强自我肯定，降低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的自

我调控来实现的，故“小我”需要可以由自我肯定状态、面子观以及炫耀攀比等三个维度来刻画。由
此，可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４：“大我”需要对自我肯定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５：“大我”需要对面子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Ｈ６：“大我”需要对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Ｈ７：自我肯定程度对国货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８：面子观对国货意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Ｈ９：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倾向对国货意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三）增强“国货”偏爱的心理调控机制
高国货意识消费者在支持国货的强烈“大我”需要作用下，为实现“大我－小我－国货”平衡，除

调控“小我”需要外，他们还需要改变原有的品牌来源国刻板印象（即产生较强的国货偏爱），以消除
支持和偏爱国货的“大我”需要与来源国刻板印象之间的认知失调以及由此带来的自责和心理压
力。为此，他们会把支持和偏爱国货的“大我”需要作为自我调控目标，通过对品牌来源国产品的重
新评价和命题加工，反转来源国刻板印象，以确认和肯定“国货值得支持”（即多数国货完全能满足
“小我”需要），从而偏爱国货。这种态度改变既以情感为基础，又以认知为基础，后者需要有认知的
“合理化”［１９］。

１．基于情感的来源国产品主观评价机制
根据现实冲突理论和内群体偏私效应理论，当存在外群体威胁时，出于自我保护或内群体利

益，内群体成员会产生明显的内群体偏好、外群体偏见，表现出较强的情绪成分和主观性。对此，有
关研究证实，高国货意识消费者会强调本土品牌的优势和积极方面；突出外国品牌的缺点、贬低优
点等，从而做出高估本土产品质量和形象，低估外国产品质量的评价［２０］。同时，高国货意识消费者
会降低对国产产品的价格感知，即在购买国产产品时对价格不敏感［２１］。当然，这种价格敏感性是
针对发达国家消费者而言的。在中国市场上，同档次的本土产品在价格上普遍低于外国产品，那些
具有高国货意识的消费者会强调这种价格优势（即高性价比），以此作为偏爱国货和平衡“大我－小
我”的决策依据之一。

２．基于认知合理化的来源国产品客观评价机制
所谓认知合理化是指高国货意识消费者通过对客观环境和消费体验中有关品牌来源国反刻板

化信息的认知加工，认识到本土品牌具有不逊于外国品牌的产品属性。具体而言，高国货意识消费
者在强烈“大我”需要的情绪压力下，他们会显著提高品牌来源国反刻板化信息的可接近－可诊断
性，从而对记忆中和新发生的品牌来源国反刻板化信息进行选择性注意和采择，并对这些信息采取
亚分组的信息加工模式［２２］和命题评价［２３］。其中，对外国品牌负面信息及负面消费体验的认知加
工，会产生若干对外国品牌“刻板－一致”做“否”的负面样例命题（如外国品牌质量不可靠、双重标
准等）；对本土品牌正面信息（如部分高端制造崛起、国货精品、国货优质、责任担当等信息）及正面
消费体验的认知加工，会产生若干对本土品牌“刻板－不一致”做“是”的正面样例命题（如质量不逊
于外国品牌、性价比高等）。在此基础上，反复将相关评价命题与自我调控目标（即支持和偏爱国
货）进行一致性判断；当两者一致时，则确认和肯定“国货值得支持”，从而使品牌来源国刻板印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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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因此，以品牌来源国反刻板化信息的认知加工和命题评价为基础，所得出的来源国产品评价
与态度改变具有认知的合理化和客观性。
综上所述，在强烈“大我”需要的作用下，高ＮＢＣ消费者除了降低“小我”需要外，还从情感和认

知两个方面改变了原有的来源国产品评价，增强了对国货的肯定感和忠诚度，使更多国货超过“小
我”需要的“阈限”，从而确认国货值得支持（即多数国货完全能够满足“小我”需要）。由此，可提出
如下研究命题：

Ｈ１０：“大我”需要对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１１：“大我”需要对国货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Ｈ１２：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对国货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可以建构如下研究框架模型（见图２）。

图２　中国人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调控机制架构模型

四、研究方法与实证检验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测度变量包括爱国主义情感、大我需要、小我需要、国货态度以及国货意识。为了保

证测量问项的内容效度，本研究将参照并修改自现有的成熟量表。其中，“爱国主义情感”主要由国
家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和国家集体自尊构成，测项主要参照并修改自 Ａａｋｅｒ［２４］和Ａｌｇｅｓｈｅｉ－
ｍｅｒ［２５］的情感关系量表以及周志民等［５］的国民爱国情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和国家集体自尊问项。
“大我需要”的测量将参照并修改自Ｓｗａｍｉｎａｔｈａｎ等［２６］的民族自我品牌联结量表。“小我需要”主
要由自我激活状态、面子观以及炫耀攀比心理构成，测项将参照并修改自Ｊｏｎｅｓ［２７］的自我激活状态
量表、Ｗａｎ等［２８］的面子意识量表、张梦霞［２９］的身份匹配观测量量表等。“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
度”主要用来衡量来源国产品评价所发生的态度改变，测项将参照并修改自Ｇｕｒｈａｎ－Ｃａｎｌｉ等［３０］和

Ｍａｈｅｓｗａｒａｎ［３１］的文献中，关于测量被试根据已知品牌线索对整个品牌集合的推断。“国货意识”的
测项将参照并修改自Ｓｈｉｍｐ等［３２］、王海忠等［３３］以及周志民等［５］的ＣＥＴＳＣＡＬＥ和国货意识量表，

主要由国货满意度、口碑、忠诚度的测量问项构成。以上衡量问项均采用７点量表。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１．问卷前测及修正
为了使填答者能明确作答，避免误解问项的表达意思，进而影响问卷填答的正确性，因而在正

式问卷发放之前进行前测。通过向特定对象发放少量问卷，然后利用ＰＡＳＷ１９．０的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计算出所有问项题目的分项对总项相关系数，进行信效度分析，凡是问项之

Ｉｔｅｍ－ｔｏ－ｔｏｔ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不符合大于０．５之标准的，可以考虑剔除。但由于反映各潜变量的题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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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不多，为了研究过程的谨慎，本文将在正式问卷收集后，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再决定调整题
项。因此，所有Ｉｔｅｍ－ｔｏ－ｔｏｔａｌ较低的问项都暂时保留。

２．样本选择与问卷调查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分别实施了线上和线下问卷调查。⑴线下调查。由于我校学生

来自全国各地，如果能够邀请他们在春节期间回家的机会，在当地实施问卷调查。这不仅有助于实
现调查的覆盖范围，而且调查时间和精力都有保障。为了达此目的，我们招募了１２位责任心较强
的本科生，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问卷讲解和培训，以便他们掌握本次调查的目的、问卷内容、对象
选择和注意事项等。为了提高调查质量，一方面特别提醒学生杜绝自行填写和代填；另一方面每个
学生仅承担２０份问卷的调查任务，保证调查的真实性。由此回收问卷２３０份，有效问卷２２２份，问
卷有效率９６．５％；对个别存在缺省项的问项，用中值替代。⑵线上调查。为了弥补空间局限，我们
在“调查派”（ｗｗｗ．ｄｉａｏｃｈａｐａｉ．ｃｏｍ）上将调查问卷开发成网络问卷，这样既便于在 ＱＱ朋友圈中进
行调查，也便于邀请朋友帮助我们发放网络问卷，从而提高调查效率。时间从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到

９月２０日，收到线上调查问卷２２８份，有效问卷２２８份，问卷有效率１００％。这样共得到线上、线下
有效问卷４５０份。

３．样本人口统计特征分析
采用ＰＡＳＷ１９．０的描述性统计方法对问卷资料进行了数据处理，得到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特

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

统计变量 细分变量 线下调查问卷 线上调查问卷 合计 百分比

性别
男 ９６　 ８１　 １７７　 ３９．３０％
女 １２６　 １４７　 ２７３　 ６０．７０％

年龄

２０～２９岁 １５０　 １４９　 ２９９　 ６６．５０％
３０～３９岁 ３２　 ３７　 ６９　 １５．３０％
４０～４９岁 ３４　 ３９　 ７３　 １６．２０％
５０～５９岁 ６　 ３　 ９　 ２％

教育

程度

小学／初中 ３４　 ３　 ３７　 ８．２０％
高中／中专／中等技校 ３６　 １５　 ５１　 １１．４０％
大专 ２６　 ３４　 ６０　 １３．３０％
大学本科 １１２　 １１０　 ２２２　 ４９．３０％
硕士／博士 １４　 ６６　 ８０　 １７．８０％

月均

收入

３　０００以下 １３６　 ９３　 ２２９　 ５０．９０％
３０　０００～４　９９９　 ５８　 ６４　 １２２　 ２７．１０％
５　０００～６　９９９　 ２０　 ３１　 ５１　 １１．３０％
７　０００～８　９９９　 ５　 １８　 ２３　 ５．１０％
９　０００～１１　９９９　 ０　 １１　 １１　 ２．５０％
１２　０００～１４　９９９　 １　 ２　 ３　 ０．７０％
１５　０００以上 ２　 ９　 １１　 ２．４０％

职业

公务员 １１　 ８　 １９　 ４．２０％
教师 ３　 ４１　 ４４　 ９．８０％
全日制学生 ９３　 ６２　 １５５　 ３４．４０％
企业普通职员 ５１　 ５５　 １０６　 ２３．６０％
企业中高层管理或技术人员 ２　 １５　 １７　 ３．８０％
个体户／私营业主 １８　 １６　 ３４　 ７．５０％
其他 ４４　 ３１　 ７５　 １６．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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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１．量表的信度检验
首先，利用ＰＡＳＷ１９．０的可靠性分析（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计算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得到信度

分析结果（见表２）。该表显示，所有潜变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皆大于０．６，表明这些潜变量的问项
题目能有效反映相应的潜在变量，故信度可以接受。然后，进一步利用ＰＡＳＷ１９．０的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计算出所有问项的分项对总项相关系数（见表２）。该表显示，所有问项的分
项对总项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５，表明所有问项的信度可以接受。

表２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潜在变量 显性变量（问项）
分项对总项

相关系数

标准化

因素负荷
ｐ值

国家自豪感（ξ１）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６８
Ｆ＝２８．１７７Ｓｉｇ＝０．０００

ｘ１作为中国人，我真的爱中国 ０．７６０　 ０．６７１　 ０．０００
ｘ２我对中国当前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发展等
领域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

０．８４７　 ０．８４４　 ０．０００

ｘ３我对中国在国际上获得的好评、尊重和应有的
地位感到自豪

０．８２０　 ０．８４１　 ０．０００

ｘ４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 ０．８４３　 ０．８２０　 ０．０００
ｘ５在我心目中，中国的位置不可以被其它国家替代 ０．７７２　 ０．７５１　 ０．０００

民族经济忧患意识（ξ２）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９０５
Ｆ＝３１．２９１Ｓｉｇ＝０．０００

ｘ６我对外国公司收购中国民族品牌有担忧 ０．８１１　 ０．７５６　 ０．０００
ｘ７我对外国品牌冲击中国民族品牌有担忧 ０．９１９　 ０．９２４　 ０．０００
ｘ８我对外国品牌在中国市场上扩张有担忧 ０．８８７　 ０．８６７　 ０．０００
ｘ９我对外国企业垄断中国市场有担忧 ０．８９８　 ０．８７８　 ０．０００
ｘ１０我对中国企业处于中低端市场有担忧 ０．７４０　 ０．６５８　 ０．０００

国家集体自尊（ξ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８１
Ｆ＝８．２０２Ｓｉｇ＝０．０００

ｘ１１我厌恶日本和美国干涉中国东海和南海主权 ０．８８２　 ０．７９７　 ０．０００
ｘ１２我厌恶外国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实施双重标准 ０．９２１　 ０．９０９　 ０．０００
ｘ１３我厌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和偏见 ０．８９４　 ０．８２８　 ０．０００

大我需要（η１）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８５
Ｆ＝８６．１３８Ｓｉｇ＝０．０００

ｙ１我有支持国货的责任感 ０．８８９　 ０．８１４　 ０．０００

ｙ２我有偏爱国货的责任感 ０．９１９　 ０．９０１　 ０．０００

ｙ３作为中国人，应该支持或优先购买国货 ０．８９６　 ０．８３１　 ０．０００

自我肯定程度（η２）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７４２
Ｆ＝６３．６５５Ｓｉｇ＝０．０００

ｙ４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０．７３０　 ０．５３６※ ０．０００

ｙ５我对自己非常满意 ０．６７２　 ０．７０７　 ０．０００

ｙ６我不太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 ０．８００　 ０．９２８　 ０．０００

ｙ７别人的看法和评价对我影响较小 ０．７９８　 ０．６２６　 ０．０００

炫耀攀比心理（η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６６
Ｆ＝１２．０４２Ｓｉｇ＝０．０００

ｙ８我比较羡慕那些消费奢侈品牌的人 ０．８４６　 ０．７２１　 ０．０００

ｙ９消费奢侈品能得到他人的尊重 ０．９２６　 ０．９４２　 ０．０００

ｙ１０购买奢侈品可以提升自己的价值 ０．８９１　 ０．８２２　 ０．０００

面子观（η４）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７８２
Ｆ＝２５．８３２Ｓｉｇ＝０．０００

ｙ１１购买奢侈品牌使我很有面子 ０．８９６　 ０．８３８　 ０．０００

ｙ１２我所拥有的东西比别人好，我会很有面子 ０．９１５　 ０．９４６　 ０．０００

ｙ１３别人有的，有了条件我也一定要有 ０．６８６　 ０．４７２※ ０．０００

本土品牌满意感

与认同度（η５）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２４
Ｆ＝９４．８０５Ｓｉｇ＝０．０００

ｙ１４许多本土品牌的质量并不比外国品牌差 ０．７３７　 ０．７０６　 ０．０００

ｙ１５很多本土品牌的质量和功能越来越好 ０．８０２　 ０．８３１　 ０．０００

ｙ１６有的本土品牌已经达到国际一流质量 ０．７６２　 ０．６７９　 ０．０００

ｙ１７我对国货产品的质量、功能和服务很满意 ０．７４１　 ０．７７３　 ０．０００

ｙ１８我对国货产品的性价比很满意 ０．７５９　 ０．７４３　 ０．０００

ｙ１９许多外国品牌的质量并不可靠 ０．５６９　 ０．４５３※ ０．０００

国货意识（η６）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９９
Ｆ＝５０．１２１Ｓｉｇ＝０．０００

ｙ２０我有比较强烈地支持国货的意愿 ０．８８３　 ０．８４６　 ０．０００

ｙ２１在多数产品领域，我都会优先购买国货 ０．８９８　 ０．８８４　 ０．０００

ｙ２２我经常劝家人、同事和朋友更多支持国货 ０．９１２　 ０．８９３　 ０．０００

ｙ２３我经常将自己使用国货的愉悦经历告诉别人 ０．８１０　 ０．７３４　 ０．０００

　　※表示标准化因素负荷低于０．６需要删除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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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量表的效度检验
（１）内容效度：本问卷是以理论为基础，参考部分学者的问卷内容及衡量项目，并针对研究对象

的特性加以修改，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衡量问项和潜在变量符合内容效度的要求。（２）建构效度
（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对于收敛效度，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ＣＦＡ），得到各潜在变量
和显性变量间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由表２可知，ｙ４、ｙ１３、ｙ１９的效
度系数小于０．６，表明其可衡量对应潜在变量的程度较低，予以删除；其余显性变量的效度系数均大
于０．６，表明其可衡量对应潜在变量的程度较高（或可接受）。对于区别效度，从表３可知，各自变量
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均显著小于１（ｐ＜０．０１），这表明各自变量在概念上衡量具有差异。综上，经由验
证性因素分析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均符合标准，表明衡量问项符合建构效度。

表３　潜变量之间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构念 ξ１ ξ２ ξ３ η１ η２ η３ η４ η５ η６

ξ１　 １

ξ２　 ０．３７０＊＊ １

ξ３　 ０．５６９＊＊ ０．５７５＊＊ １

η１　 ０．５８３＊＊ ０．６３１＊＊ ０．６２５＊＊ １

η２　 ０．２７５＊＊ ０．２９７＊＊ ０．２９５＊＊ ０．４７１＊＊ １

η３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１＊＊ －０．２２５＊＊ －０．１０６＊＊ １

η４ －０．２３８＊＊ －０．２５７＊＊ －０．２５５＊＊ －０．４０８＊＊ －０．１９２＊＊ ０．０９２＊＊ １

η５　 ０．３９６＊＊ ０．４２９＊＊ ０．４２５＊＊ ０．６８０＊＊ ０．３２０＊＊ －０．１５３＊＊ －０．２７７＊＊ １

η６　 ０．５１３＊＊ ０．５５５＊＊ ０．５５０＊＊ ０．８８１＊＊ ０．４６２＊＊ －０．２２６＊＊ －０．３２７＊＊ ０．７２４＊＊ １

　　　Ｎｏｔｅ：＊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四）假设检验

１．模型整体适合度分析与修正
首先，对初始假设模型实施Ａｍｏｓ　１７．０运算后，可得到模型整体的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简

效适配度等拟合优度指标，通过与理想指标值的比较，发现多数指标都不能适配。然后，查看 Ａ－
ｍｏｓ　Ｏｕｔｐｕｔ结果输出中修正指标（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的协方差（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对两种符合ＳＥＭ
假定路径的指标实施修正。具体做法是：释放存在共变关系的误差变量和存在共变关系的潜在变
量，即卡方值减少较大，且期望参数改变值会产生正向的改变；在参数释放假定上，每修正一个参数
就实施模型检验，查看卡方值的下降情况，接受下降显著的修正。这样逐步修正，把所有存在显著
共变关系（能大幅减少卡方值或能大幅正向改变期望参数值的共变关系）的误差变量和潜在变量都
修正完毕，直至在修正指标数值中，没有提供需要修正的数据（增加变量间的路径或设定变量误差
间的共变关系），这时表示假设模型图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路径图，模型不需要再修正。为此，得到模
型整体的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简效适配度等拟合优度指标（见表４）。通过对指标结果和理想
值的比较发现，虽然本模型的增值适配度不理想，但绝对适配度和简效适配度较理想，说明整体模
型的拟合优度可以初步接受。

表４　整体模型拟合优度

拟合优度指标 指标结果 理想值 拟合程度

绝对适配度

ＣＭＩＮ／ＤＦ　 ２．２２６　 １～３ 理想

ＲＭＲ　 ０．３１０ ＜０．０８ 不理想

ＧＦＩ　 ０．８４６ ＞０．８ 理想

ＡＧＦＩ　 ０．８２２ ＞０．８ 理想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２ ＜０．１ 理想

增值适配度

ＮＦＩ　 ０．４３１ ＞０．８ 不理想

ＲＦＩ　 ０．３７６ ＞０．８ 不理想

ＩＦＩ　 ０．５７９ ＞０．９ 不理想

ＣＦＩ　 ０．５６４ ＞０．９ 不理想

简效适配度

ＰＮＦＩ　 ０．３９３ ＞０．５ 不理想

ＰＣＦＩ　 ０．５１５ ＞０．５ 理想

ＰＧＦＩ　 ０．７２９ ＞０．５ 理想

ＣＮ　 ２３２ ＞２００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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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估计参数
在对整体模型和相关数据实施Ａｍｏｓ　１７．０运算后，得到模型的标准化估计值（见表５）和ＳＥＭ

模型的路径系数及检测表（见表６）。由此，根据表６可以绘制出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
调控机制ＳＥＭ模型（见图３）。

表５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标准化估计值

路径 估计值 显著性 路径 估计值 显著性

ｘ１＜———ξ１　 ０．６７７　 ０．０００＊＊＊ ｙ５＜———η２　 ０．６９２　 ０．０００＊＊＊

ｘ２＜———ξ１　 ０．８３６　 ０．０００＊＊＊ ｙ６＜———η２　 ０．８３８　 ０．０００＊＊＊

ｘ３＜———ξ１　 ０．８４６　 ０．０００＊＊＊ ｙ７＜———η２　 ０．６７８　 ０．０００＊＊＊

ｘ４＜———ξ１　 ０．８２３　 ０．０００＊＊＊ ｙ８＜———η３　 ０．４１６　 ０．０００＊＊＊

ｘ５＜———ξ１　 ０．７１５　 ０．０００＊＊＊ ｙ９＜———η３　 ０．９１０　 ０．０００＊＊＊

ｘ６＜———ξ２　 ０．７８５　 ０．０００＊＊＊ ｙ１０＜———η３　 ０．４６６　 ０．０００＊＊＊

ｘ７＜———ξ２　 ０．９４２　 ０．０００＊＊＊ ｙ１１＜———η４　 ０．９３６　 ０．０００＊＊＊

ｘ８＜———ξ２　 ０．８７０　 ０．０００＊＊＊ ｙ１２＜———η４　 ０．４４５　 ０．０００＊＊＊

ｘ９＜———ξ２　 ０．８７５　 ０．０００＊＊＊ ｙ１４＜———η５　 ０．７８０　 ０．０００＊＊＊

ｘ１０＜———ξ２　 ０．６７１　 ０．０００＊＊＊ ｙ１５＜———η５　 ０．７３０　 ０．０００＊＊＊

ｘ１１＜———ξ３　 ０．７３５　 ０．０００＊＊＊ ｙ１６＜———η５　 ０．７８２　 ０．０００＊＊＊

ｘ１２＜———ξ３　 ０．８３４　 ０．０００＊＊＊ ｙ１７＜———η５　 ０．７０８　 ０．０００＊＊＊

ｘ１３＜———ξ３　 ０．８０７　 ０．０００＊＊＊ ｙ１８＜———η５　 ０．５５１　 ０．０００＊＊＊

ｙ１＜———η１　 ０．８８２　 ０．０００＊＊＊ ｙ２０＜———η６　 ０．８９８　 ０．０００＊＊＊

ｙ２＜———η１　 ０．８８９　 ０．０００＊＊＊ ｙ２１＜———η６　 ０．８７６　 ０．０００＊＊＊

ｙ３＜———η１　 ０．８５７　 ０．０００＊＊＊ ｙ２２＜———η６　 ０．７６２　 ０．０００＊＊＊

表６　ＳＥＭ模型的路径系数及检测表

路径 估计值 显著性 路径 估计值 显著性

η１＜———ξ２　 ０．４６３　 ０．０００＊＊＊ η５＜———η１　 ０．４３３　 ０．０００＊＊＊

η１＜———ξ１　 ０．５９１　 ０．０００＊＊＊ η６＜———η２　 ０．１２４　 ０．０１０３＊＊

η１＜———ξ３　 ０．４６６　 ０．００２＊＊ η６＜———η３ －０．０７８　 ０．５３９

η２＜———η１　 ０．１９５　 ０．０００＊＊＊ η６＜———η４　 ０．０５８　 ０．５２６

η３＜———η１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９＊＊ η６＜———η５　 ０．３１５　 ０．０００＊＊＊

η４＜———η１ －０．２２８　 ０．０００＊＊＊ η６＜———η１　 ０．６０５　 ０．０００＊＊＊

图３　中国人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调控机制结构方程模型

　　３．假设检验
（１）情感变量与“大我”需要的

相关关系：从表６和图３可知，国家
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国家
集体自尊与“大我”需要之间的相
关系 数 分 别 是 ０．５９１、０．４６３ 和

０．４６６，Ｐ值均小于０．０１。这表明，
国家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
国家集体自尊对“大我”需要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国家自豪感、
民族经济忧患意识和国家集体自尊越高，则消费者支持国货的“大我”需要越强烈。故假设 Ｈ１、Ｈ２
和 Ｈ３成立。

（２）“大我”需要与“小我”需要的相关关系：从表６和图３可知，“大我”需要与自我肯定、面子观
以及炫耀攀比心理的相关系数分别是０．１９５、－０．０８４、－０．２２８，ｐ值均小于０．０５。这表明，“大我”需
要对自我肯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面子观和炫耀攀比心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大我”需要
越强，消费者自我越肯定，相反面子观和炫耀攀比心理越低。故假设 Ｈ４、Ｈ５和 Ｈ６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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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小我”需要与国货意识的相关关系：从表６和图３可知，自我肯定、面子观以及炫耀攀比心
理与国货意识的相关系数分别是０．１２４、－０．０７８、０．０５８。从显著性看，只有自我肯定对国货意识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假设 Ｈ７成立；但面子观、炫耀攀比心理与国货意识之间相关系数不显著，故
假设 Ｈ８、Ｈ９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面子消费文化在中国社会已经根深蒂固，人们在购买
具有外在属性的产品时大多都会考虑社会认同、社会比较或他人评价，但是当人们面对是否存在面
子观、炫耀攀比心理的问卷调查时，出于自我保护而对这类问题存在一定的敏感和戒备，不愿意承
认；有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社会参照、社会认同就是面子观和炫耀攀比，以为只是自身经济
实力的自然选择。因此，这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对量表设计加以改进和完善，同时增加调查样本的
规模；或者通过深度访谈，比较分析国货淡漠消费者和高国货意识消费者在认知加工和自我调控方
面的差异，从而多元复证研究命题。

（４）“大我”需要、本土品牌满意感及认同度、国货意识的相关关系：从表６和图３可知，“大我”
需要与本土品牌满意感及认同度的相关系数是０．４３３，ｐ 值均小于０．０１，表明“大我”需要对本土品
牌满意感与认同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大我”需要越强，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满意感与认同度
越高。故假设 Ｈ１０成立。“大我”需要与国货意识的相关系数是０．６０５，ｐ 值均小于０．０１，表明“大
我”需要对国货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大我”需要越强，消费者国货意识也越强。故假设

Ｈ１１成立。本土品牌满意感及认同度与国货意识的相关系数是０．３１５，ｐ 值均小于０．０１，表明本土
品牌满意感及其认同度对国货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越高，消费者
国货意识越强。故假设 Ｈ１２成立。

（５）人口统计特征变量的调节效应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运用ＰＡＳＷ１９．０的多因素方差分析法（ＭＡＮＯＶＡ），计算性别、年龄、月

收入、学历等人口统计特征变量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性别、年龄、职业对国货意识及其形成的自
我调控变量有影响，收入和学历没有影响。
从表７可知，女性消费者在爱国情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国家集体自尊、大我需要、自我肯定

程度、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国货意识等正向变量上的得分均高于男性消费者；相反，在炫耀攀
比心理和面子观等反向变量的得分则低于男性消费者。从显著性上看，除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
度、国货意识不显著外，国家集体自尊、大我需要和自我肯定程度在９０％的置信条件下显著，其他
变量分别在９５％和９９％的置信条件下显著。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消费者国货意识的形成存
在性别差异，即女性高于男性。可能的原因在于：相比女性，男性更加关注国家大事和各种社会问
题，有比较强烈的评论意愿，容易形成负面社会情绪和态度。这会导致男性在面对是否爱国、是否
应该支持国货等问题时，更容易唤起负面社会情绪，进而产生抵触和反感；女性在面对这些问题时，
其社会情绪比较稳定，她们会就事论事表达看法。

表７　性别和年龄对国货意识形成的影响

性别

男 女 ｐ

年龄

２０～２９岁 ３０～３９岁 ４０～４９岁 ５０～５９岁 ｐ
爱国情感 ５．９０　 ６．０８　 ０．０５０＊ ６．００　 ５．８４　 ６．１９　 ６．２９　 ０．１５６
民族经济济忧患意识 ４．９８　 ５．３８　 ０．００２＊＊ ５．１４　 ５．１７　 ５．４６　 ６．２７　 ０．０２８＊

国家集体自尊 ６．０１　 ６．１９　 ０．０７２　 ６．０６　 ６．１４　 ６．２５　 ６．７４　 ０．１５５
大我需要 ４．８８　 ５．１１　 ０．０７９＊ ４．８７　 ４．８１　 ５．６７　 ６．３３　 ０．０００＊＊＊

自我肯定程度 ４．９８　 ４．７９　 ０．１０１　 ４．７３　 ４．８７　 ５．３５　 ５．５０　 ０．０００＊＊＊

炫耀攀比心理 ２．９７　 ２．５２　 ０．００１＊＊＊ ２．８４　 ２．５４　 ２．４４　 １．３０　 ０．００１＊＊＊

面子观 ３．４６　 ２．９７　 ０．０００＊＊＊ ３．２８　 ３．３０　 ３．０９　 ２．７４　 ０．０２５＊

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 ５．０２　 ５．１０　 ０．４０７　 ５．０２　 ５．０４　 ５．２３　 ５．３７　 ０．２８５
国货意识 ４．５４　 ４．６０　 ０．６４４　 ４．３８　 ４．４９　 ５．３０　 ６．００　 ０．０００＊＊＊

　　从表７可知，除面子观和国家集体自尊外，消费者年龄越大，其爱国情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
国家集体自尊、大我需要、自我肯定程度、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以及国货意识越高；相反，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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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比心理和面子观越低。从显著性来看，除爱国情感、国家集体自尊、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等
变量缺乏显著性以外，其他变量均在９５％和９９％的置信条件下显著。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消
费者年龄对国货意识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这与王海忠和冉宁关于年龄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正
相关的结论一致，原因不再赘述。
由表８可知，公务员和教师不仅在多数正向变量（或反向变量）上的得分明显高于（或低于）其

他职业消费者，而且这两种职业消费者在多数变量上的得分接近。对于公务员职业的消费者，除本
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面子观外，他们在爱国情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国家集体自尊、大我需要、
自我肯定程度、国货意识等变量上的得分均高于其他职业的消费者；相反，在炫耀攀比心理变量上
的得分低于其他职业的消费者。对于教师职业的消费者，他们在爱国情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国
家集体自尊、大我需要、自我肯定程度、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国货意识等变量上的得分均高于其
他职业的消费者；相反，在炫耀攀比心理、面子观等变量上的得分则低于其他职业的消费者。从显
著性来看，爱国情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炫耀攀比心理、面子观、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不显著，
其他变量显著。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公务员职业和教师职业消费者的国货意识显著高于
其他职业消费者，即消费者国货意识受职业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公务员和教师的国家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比其他职业消费者更强烈。

表８　职业对中国人国货意识形成的影响

公务员 教师
全日制

学生

企业普

通职员

管理或

技术人员

个体户／
私营业主

其他 ｐ

爱国情感 ６．４０　 ６．１２　 ６．０６　 ５．９２　 ５．７９　 ６．００　 ５．９４　 ０．４２４
民族经济济忧患意识 ５．８３　 ５．６０　 ５．１５　 ５．１６　 ４．９８　 ５．０９　 ５．１７　 ０．１７２
国家集体自尊 ６．６３　 ６．３４　 ６．１　 ６．０４　 ６．０８　 ５．７２　 ６．１９　 ０．０５０＊

大我需要 ５．６５　 ５．５１　 ４．７８　 ４．８７　 ５．２０　 ５．０７　 ５．２２　 ０．００８＊＊

自我肯定程度 ５．２１　 ５．３４　 ４．６７　 ４．５０　 ４．９４　 ５．１４　 ５．２８　 ０．０００＊＊＊

炫耀攀比心理 ２．４４　 ２．４８　 ２．７８　 ２．６４　 ２．７８　 ２．８８　 ２．７１　 ０．８００
面子观 ３．５４　 ２．７３　 ３．２５　 ３．０９　 ３．３３　 ３．１３　 ３．２４　 ０．３２１
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 ４．８９　 ５．２０　 ５．０８　 ４．９６　 ５．１０　 ４．９５　 ５．２０　 ０．５３７
国货意识 ５．０１　 ５．０１　 ４．３６　 ４．３８　 ４．６４　 ４．８９　 ４．７８　 ０．００８＊＊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国家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以及国家集体自尊对“大我”需要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大我”需要的激发又对消费者自我肯定程度以及本土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产生
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则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大我”需要、本土
品牌满意感与认同度以及自我肯定对国货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增强“大我”需要、降
低“小我”需要、提高本土品牌认同度是爱国主义情感与国货意识形成之间自我调控的中介机制。
研究还得出，消费者国货意识的形成存在性别差异，即女性高于男性；消费者年龄对国货意识的形
成具有正向影响；公务员职业和教师职业消费者的国货意识要显著高于其他职业消费者。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提出并验证了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的“大我－小我

－国货”平衡理论，即消费者国货意识的形成需要在支持国货的强烈“大我”需要作用下，通过降低
“小我”需要，提高国货满意感与认同度，使国货偏爱既能实现“大我”需要，又能满足“小我”需要，从
而达到三者的态度平衡。二是提出并验证了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调控机制，包括激活
“大我”需要、降低“小我”需要以及提高国货满意感与认同度等三个方面。其中，“小我”需要的自我
调控机制包括增强自我肯定、降低面子观、降低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等。本文验证了中国消费者
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调控机制，合理解释了相同社会情境下，为什么有的消费者能够形成高国货意
识，揭示了其存在的认知加工和内在心理机制。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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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认识，而且也是对平衡理论、理性行为理论以及社会身份理论的应用扩展。
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特殊性赋予了该问题研究的特殊意义［４］：首先，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文化开放性以及世界意识的提高，使得中国消费者普遍国货意识淡漠。其次，长期的文化自卑、
各种消费挫折以及西方消费文化的入侵也是导致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淡漠的重要原因。再次，深
层的社会文化认知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比如，基于身份识别和社会认同的社会规范压力、由面子
观引致的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以及严重的品牌来源国刻板印象等。加之，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
组织长期缺乏国货意识的引导和鼓励，使得多数中国消费者都存在“国货淡漠”，他们把消费仅仅作
为满足自身价值需要的个体行为，启动的是基于个体自我和社会自我的个体或群体－品牌联结。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多数中国消费者而言，支持国货的民族自我需要（即“大我”需要）与满足独立自
我和社会自我的“小我”需要之间常常是矛盾的。这意味着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的形成需要经历较
为复杂的认知加工与心理调控过程，他们除了对相关线索或信息的选择性注意、采择和认知加工
外，还必须对“大我”“小我”“国货态度”进行自我调控，改变某些态度系统（如增强大我需要、降低小
我需要、反转来源国刻板印象等），以使“大我－小我－国货”达到平衡。这与西方国家消费者国货
意识的形成不同，因为与其相联系的信念、道德和情感是建立在民族优越感之上的［１０］。
目前，有关消费者自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我概念的结构维度（如独立自我和社会自我）、自我

－品牌联结的动机（如自我一致动机和自我提升动机）、自我－品牌联结效应等［３４］。其中，个体－
品牌联结是为了满足个体的功能、享乐和象征性价值，即独立自我需要；而社会－品牌联结是为了
满足个体周围的参照群体认同，获得自我肯定和归属的需要，即社会自我需要。两者的区别在于消
费者个体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如果站在消费者国货意识的角度看，它们都属于个体的“小我”需要
范畴。因此，已有研究所涉及的“社会自我”不同于本文的“民族自我”（即大我）。从社会身份理论
看，在中国虽然服从规范、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被鼓励和赞许的，典型表现就是“个人利益”服
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３５］。但由于“面子观”的根深蒂固，中国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的集体主义
更多表现为社会自我，即通过社会认同、社会比较或他人评价来肯定自我，提升个体自我形象，从而
表达“我是谁”以及所属群体的特征。也就是说，在自然情境下，中国消费者都是把消费看作单纯的
个人行为。正因为如此，多数关于消费者自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类型以及身
份识别和社会认同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很少关注消费者的民族自我（即民族－品牌联结）。因此，实
证中国情境下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调控机制，兼顾了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具有十分突出的
理论创新性。

（二）战略借鉴与启发
本文深化了国货意识的内涵，澄清了人们对国货意识的种种误解（如狭隘民族主义论）。因为

上述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国货意识的形成必须从情感、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做出如下改变：一是增
强国家自豪感、民族经济忧患意识、国家集体自尊等爱国主义情感；二是增强自我肯定，降低面子
观，降低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形成理性消费价值取向；三是转变来源国刻板印象，提高国货满意
感与认同度；四是增强国货购买意愿与消费行为。这意味着，在中国情境下，一个高国货意识消费
者一定是一个具有高度爱国主义情感、理性消费价值取向和国货忠诚的消费者。在当前普遍存在
来源国刻板印象、爱国主义情感严重弱化以及面子意识强烈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加强对民众国货意
识的引导和培养，不仅是转变国货偏见、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培养理性消费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而
且也是改善国货消费环境、扩大国货消费市场、增强自主品牌塑造信心和动力的必然要求［３６－３７］。有
关部门和单位应积极加强国货意识引导，以增强民众对本土品牌的信任与支持，使“优先购买国货”
和“理性消费价值取向”成为新消费趋势下的一种时尚和社会规范［３８］，从而更好地为“制造强国”战
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思想保障和行动支持。

（三）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初步证实了中国消费者国货意识形成的自我调控机制，但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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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国货意识的负向影响并没有得到证实，这需要在未来研究中，改进量表，同时增加调查样本的
规模，以得到更理想的结构方程模型。此外，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需要未来加以研究。
第一，究竟是哪些线索或信息激活了高国货意识消费者的爱国主义情感（包括国家自豪感、民

族经济忧患意识、国家集体自尊等），他们为什么能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性注意和采择，其动机来自
何处；在“大我”需要作用下，消费者又是通过对哪些线索或信息（如本土品牌正面信息及正面消费
体验、外国品牌负面信息及负面消费体验等）的选择性注意和认知加工，产生品牌来源国反刻板化
命题，从而改变本土／外国产品态度及其评价；与国货偏见或国货淡漠消费者相比，高国货意识消费
者采取的是何种信息加工模式。
第二，在中国情境下，高国货意识消费者和国货偏见消费者究竟在自我调控目标、对相关线索

或信息的可接近－可诊断性、信息加工倾向、命题评价、来源国产品态度以及个体特征等方面存在
何种差异；同时，两者在社会情绪和内隐人格等个体特质上存在何种差异，这种差异又对消费者信
息的选择性注意以及国货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调节作用。
第三，消费者高国货意识的形成是在强烈“大我”需要的情绪作用下，通过显著降低“小我”需

要、提高国货满意感与认同度来实现的。本研究验证了“大我”需要对“小我”需要变量的影响，没有
对“小我”需要内部心理变量之间的调控关系及其交互效应进行探讨。未来应进一步研究自我肯定
程度、面子观、攀比和炫耀性消费心理以及对产品价值需求的期望和敏感性等变量的因果或相关关
系，从而深入洞悉“小我”调控的内在心理过程。这将有助于揭示高国货意识消费者理性消费价值
取向的形成机制，从而为民众（特别是大中学生）的消费道德教育以及消费价值观引导提供启发。
第四，本研究把爱国主义情感作为影响国货意识或促进国货意识形成的前因变量，但事实上，

国货意识一旦形成，消费者就具有较强的启动国货意识的心理能量，除了优先购买国货，它还会促
使其调控日常生活中各种社会信息的选择性注意与认知加工偏好，进而对相关认知、情感和意志产
生多维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强烈国货意识和“大我”需要作用下，他们会显著增强民族主义信息和
本土品牌反刻板化信息的可接近－可诊断性，从而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对这些信息更高的敏感性，这
将有助于巩固和强化原有的爱国主义情感、理性消费价值取向和国货偏爱态度。这意味着国货意
识与爱国情感、理性消费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内生关系。这需要在未来研究中予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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